
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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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理论上，本文不仅提出了城市
流动人口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成本作用机制，分析了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通过
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人力资本作用机制，而且讨论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
应”与“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存在的可能性。实证上，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对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

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降低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成本机制的存在；

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通过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了企业出口，从而验证了人力
资本机制的存在；进一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
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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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８》显示，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２．４４
亿人，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的６５７万人①，在３５年的时间里，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３６倍。作为一种
“输入性”的人口红利，流动人口以一种更快的方式改变着人口的地域结构并延续了中国部分地区
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红利”，从而维系了出口的持续增长。从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现有文
献关注的焦点在于流动人口的流入贡献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了
企业出口。然而，无论是从本文观察到的特征事实来看还是基于现实的感受，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中
除了诸如“农民工”这一类提供低廉劳动力的群体之外，还存在“大学生”这一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群，这两类人群对出口的影响作用显然不可一概而论。本文基于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
经验事实分析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显著高于流入地户籍人
口，这显然有悖于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仅仅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促进企业出口这一直观认识。那
么，城市流动人口究竟是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与本文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文献是研究人口红利对经济或者是对外贸的
影响。这类文献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经济发展所
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充足，经济发展迅速，代表性的文献有蔡昉、王德文（１９９９）、Ｗａｎｇ　＆ Ｍａｓｏｎ
（２００５）、尹银、周俊山（２０１２）等。具体到对外贸易上，不少文献都支持流动人口有利于出口这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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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盛丹等（２０１０）、杨继军（２０１０）、杨继军、马野青（２０１１）等。但这类文献往往将流动人口作为人
口红利的来源之一来研究其对一个地区出口的促进作用，没有针对流动人口本身的特点来展开分析
和研究，所涉及的影响机制也仅限于成本机制，并没有考虑到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人口之间可能
存在的人力资本差异。简言之，已有文献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本文所强调的人力资本机制。另一类
文献是关于移民对经济的影响。因为移民与流动人口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可以借鉴有关移
民的研究成果来讨论流动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其中，与本文研究最为密切的是 Ｍｉｔａｒｉｔｏｎｎ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该文献研究了法国地区层面的移民对企业生产率、产出和出口等诸多绩效的影响。该文献
认为，移民与本地居民是两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并体现为二者的劳动生产率之不同。受该文献的启
发，本文将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视为两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差异的来源为二者之间的人力资本
差异。类似的做法，在更早的文献中也已涉及，如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Ｐｅｒｉ（２００７）。

在现有研究流动人口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中，不少文献涉及流动人口或人口流动对工资影响的研
究。虽然相关研究已有大量成果，但远未达成共识。直观上，流动人口的流入应该降低流入地的工
资水平，但是无论从移民的相关文献还是针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经验研究都存在与之相悖的结论
（Ｂｏｕｓｔ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Ｐｅｒｉ，２００７；陈刚，２０１６；阎晓莹，２０１８）。特别地，阎晓莹（２０１８）发
现高端人才和实践型人才的迁入会刺激本地工资水平的上涨。就此而言，利用“成本机制”来解释流
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作用无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提出了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
另一作用机制即人力资本机制：高受教育年限流动人口的流入提高流入地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提升
企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企业出口。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在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
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拥挤效应”指的是，高受教育年限
流动人口的流入有利于流入地的企业出口，但是，如果流入地户籍人口本身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即便
仍然低于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那么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会因此削弱。“互补效应”指
的是，高受教育年限流动人口的流入有利于流入地的企业出口，但是，如果流入地户籍人口本身的受
教育水平较低，那么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会因此增强。

与既有的相关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有如下三点：其一，从研究视角上看，本文将流动人口
视为一种“输入性”的人口红利，并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既丰富了人口红利理
论及其与对外贸易的相关研究，也为国内学界有关人口与经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二，从研
究内容上看，目前鲜有文献是研究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本文对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
口的两个作用机制即成本机制和人力资本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特别是，补充了既有文献
没有注意到的人力资本机制，既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一些缺失，也是对相关研究的一大拓展。其三，不
仅重点关注了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作用机制，而且实证验证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中的“拥挤效
应”和“互补效应”的存在，凸显了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与政策含义。

二、特征事实

（一）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向与企业出口
国内已有不少文献涉及流动人口主要流向的分析，如段成荣、杨舸（２００９）、连蕾（２０１６）、段成荣

等（２０１３）、杨晓军（２０１７）等。总体上看，中国流动人口主要流向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沿海地
区，整体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状态。表１列出了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
吸收流动人口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吸收了全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流动人口，是流动人
口进入的主要聚集地。表１同时呈现出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吸收流动人口排名前１０的城市流动人口
状况。不难看出，流动人口主要流向“北上广”这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比如，２００６年上海吸收流动人
口占全国流动人口流入的１１．４６％，东莞和广州分别占到９．３７％和６．６６％，北京占到７．７２％，吸收
流动人口排名前１０的城市吸收了当年全国超过５０％的流动人口。

从表１中可知，在流动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城市出口规模也比较大，直观上给人以城市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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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入有利于企业出口的感觉。虽然流动人口的流入是否有利于城市的企业出口还需进一步验证，
但是，正如表１所显示的，东部城市吸收的流动人口在全国的占比超过了７５％。显而易见的是，如果
没有流动人口的流入，仅靠东部地区自身的人口增长，那么东部地区不可能有如此快速的出口增长
和如此庞大的出口规模。

表１　２００６年及２００７年吸收流动人口流入排名前１０的城市及其出口情况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城市
流动人口
（万人）

占比（％）
城市出口额
（百万元）

出口排名 城市
流动人口
（万人）

占比（％）
城市出口额
（百万元）

出口排名

上海 ６２０　 １１．４６　 １５．７１　 ２ 上海 ７１３　 １３．１８　 １８．２５　 ３

东莞 ５０７　 ９．３７　 １４．０２　 ３ 东莞 ５５８　 １０．３２　 １８．９８　 ２

北京 ４１８　 ７．７２　 ２．１４　 ２６ 北京 ５０９　 ９．４１　 ２．５４　 ２７

广州 ３６０　 ６．６６　 ７．８６　 ６ 广州 ４２８　 ７．９１　 ９．３２　 ６

佛山 ２５９　 ４．７９　 ６．８８　 ７ 佛山 ２７９　 ５．１６　 ７．７６　 ９

苏州 １７１　 ３．１６　 １６．０７　 １ 苏州 １９４　 ３．５９　 ２０．４９　 １

天津 １５３　 ２．８２　 ２．９３　 ２１ 中山 １５９　 ２．９４　 ８．１８　 ７

宁波 １５２　 ２．８１　 １３．７８　 ４ 杭州 １０５　 １．９４　 １０．７６　 ５

中山 １４３　 ２．３４　 ６．７９　 ８ 泉州 １０５　 １．９４　 ７．２８　 １２

南京 １１１　 ２．６４　 １．５５　 ３０ 天津 １０３　 １．９０　 ３．７６　 ２１

合计 ２８９４　 ５３．７７ 合计 ３１５３　 ５８．２９

东部 ４０６２　 ７５．１０ 东部 ４１７７　 ７７．８１

中西部 １３４７　 ２４．９０ 中西部 １１９１　 ２２．１９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部分直辖市缺失的数据由《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补齐，出口数据来
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二）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年龄特征、工资水平和受教育水平
图１、图２和图３是根据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所绘制出的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入地

户籍人口的年龄特征、平均工资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每一份图中又分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
两份子图。

图１　东部与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年龄特征

由图１可见，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普遍低于当地的户籍人口。换言之，城市流动人口的流
入有助于延缓流入地的人口老龄化，这一点相对直观，并且对东部地区而言表现得尤为明显。
图２给出的是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人口的平均工资对比状况。不难看出，大部分城市

的流动人口平均收入高于当地户籍人口，包括“北上广”这些地区，这似乎有悖于直观认识。长期
以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流动人口往往是“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民工”等群体的代名词，而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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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东部与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平均收入（元／月）

注：因为深圳流动人口平均收入为１３２０．２７元，流入地户籍人口平均收入为２８７３．１４元，若

画在图中则使得其他城市的点极度偏向一边，极不美观也不利于比较，所以深圳的点没有在图

中绘出。三角形所代表的城市为（从左到右）：广州、上海、北京。

图３　东部与中西部城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注：三角形所代表的城市为（从左到右）：广州、上海、北京和深圳。

所以愿意雇佣这一群体，正是看中其劳动力的低廉，怎么会出现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反而高于流
入地户籍人口的情形呢？除此之外，如果就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对比，东部地区流动人口
平均工资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工资之间的差距比中西部地区要小一些，这又是为什么呢？
图３是城市流动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散点图。由图３不难看出，对于相当

一部分城市来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流入地户籍人口。由于个体的受教育年限大
体反映其人力资本水平，这就说明了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之所以更高，很可能是因为城市流动
人口较之于当地户籍人口而言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由于流动人口背
井离乡，其在流入地所要承担的成本，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要高于其在户籍地的水平，因
此，那些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在流入地获得较高的收入，从而能够在流入地生存
立足。

（三）特征事实的再讨论与文献佐证
上述特征事实中与直觉相悖的是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水平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会高于流入地户

籍人口。对此，本文通过改变相关指标的统计口径来增强特征事实的可信度。具体而言，通过区分
全样本、１５～６０周岁劳动人口样本以及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多种口径进行了相关变量的再统计
与特征事实的再刻画，发现结果相差不大。除此之外，本文利用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和２０１５年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再刻画，同样支持前述的特征事实描述。换言
之，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流入地户籍人口并非个别年份的特殊现象。另外，从已有的相
关研究中也能获得了本文关于特征事实的一些佐证。比如，段成荣等（２００８）的分析表明，１９８２－
２００５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均高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不仅如此，流动人口平均受
教育年限上升的速度更是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阮荣平等（２０１１）指出，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人口流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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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削弱了输出地的人力资本积累。由此不难推断，平均而言，那些流出去的人口都是流出地人
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人群，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具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特点。除此之外，

马小红等（２０１４）也指出，无论是哪一类流动人口，即使是“乡乡流动人口”，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高
于全国水平。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企业在雇佣员工时会对外来员工进行歧视，压低他们的工资。然而，章
元、王昊（２０１１）基于２００５年上海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却表明，企业真正歧视的是“农村户口”，对于
“外地户口”，不但没有降低劳动力价格，反而显著提高了劳动力价格。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在上海现
行制度下，它所吸引来和允许进入的外来员工一般都是属于本地“短缺”的员工，或者说外来员工能
力更高，因此这些员工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

也正是基于上述特征事实，本文认为，对于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作用机制的分析，不能局
限于“人口红利”理论和一些经验研究所分析的成本机制，应该同时考虑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
的另一作用机制，即人力资本机制。

三、理论分析

成本和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出口的两大因素，其他因素或多或少都通过这两个因素影响企业的出
口，流动人口自然也不例外。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使得流入地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生产，而
高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有助于流入地企业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出口，本文分别称之为“流动人口影
响企业出口的成本作用机制”和“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机制”①。

（一）成本机制
一般来说，产品价格越低，需求越大。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我国正是依靠相对低廉的产品价格从

而扩大了出口规模。企业产品价格是生产成本的加成，而劳动力成本是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劳动力成本下降，有利于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进而降低产品价格，从而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关
于成本机制的分析，一方面，可见之于最低工资的相关文献，这类文献认为最低工资的上升对出口规
模具有负向影响（孙楚仁等，２０１３）；另一方面，也可见之于人口红利的相关文献（盛丹等，２０１０；杨继
军，２０１０；杨继军、马野青，２０１１）。据此，本文提出命题１：

命题１：流动人口的流入会增加流入地的劳动供给，降低该地区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出
口。本文称之为“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成本作用机制”。

（二）人力资本机制
以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开创了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研究生产率影响出口的先

河。该理论认为，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能够提高在位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而且还能使部分非出
口企业克服出口所需承担的额外成本，由非出口状态变为出口状态。无论是哪方面的影响，其最终
结果都会导致企业出口规模的扩大。

关于人力资本对生产率促进作用的研究也十分成熟了，相关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内生增长理
论，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通过研发等渠道提高生产率。在实证方面亦有诸多文献从不同层面上实
证验证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这一结论，本文也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也进行了相应的验证②。结合前面的论述，如果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更高，那么无疑会通过提高生产率水平促进企业出口。

当然，这里有一点令人质疑，即人力资本也可能通过提高生产率提高了工资，造成企业成本的上
升。但是，即使如此，人力资本对企业出口依然是起到促进作用的。首先，在同一人力资本水平的劳
动市场内，流动人口的流入增加了劳动供给，降低了这一市场的平均工资，因此，对于本文的研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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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这两个作用机制，本文在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更为细致的模型对其进行分析。

篇幅所限，分析过程详见《经济学动态》网站相应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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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的流入也只是“可能”提高工资；其次，劳动作为产出的派生需求，企业支付
给工人的工资不会高于其边际产出，同时在产品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前提条件下，企业可以
通过调整定价来“抵消”工资上涨的影响，这两方面的因素保证了即使高人力资本导致了工资的上
涨，其效应也不会抵消人力资本通过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

除了生产率之外，人力资本还可以通过影响其他因素对出口产生作用。毛其淋（２０１９）发现
人力资本扩张提高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耿晔强、白力芳（２０１９）认为，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年，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彭伟辉（２０１９）利
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人力资本积累对企业短期价值链高度和长期
价值链高度的影响；程锐、马莉莉（２０１９）利用１９７０－２０１４年１３５个国家面板数据验证了人力资
本结构高级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这些文献都为人力资本从其他渠道影响出口提供了
经验依据。

在人力资本影响企业出口的诸多中介变量中，生产率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其对出口规
模的影响研究也最为成熟。因此，本文提出命题２：

命题２：高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的流入提高流入地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企业的生产率，从而
促进企业的出口。本文称之为“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于依靠户籍人口自身的人力资本增长，依靠引入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能够
在更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本文根据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了每个城市１５至６５周岁户籍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对应的流动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我们发现，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２００５年的８．２４年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８．９７
年，而流动人口则由８．６６年上升到１０．７３年。除此之外，２００５年总共有２１２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高于户籍人口（２００５年总共有３４０个城市），到了２０１０年这一数字达到３３６个（２０１０年
总共有３３９个城市），由此可见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增长之快。

（三）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
从直观上看，对于同一类技能人才而言，流入亟须他们的地区自然比流入其他地区对出口的促

进作用更大，从而产生“互补效应”；反过来，对人才不加区分，盲目引入流入地不需要的人才，虽然也
能对出口产生促进作用，但相对而言这种促进作用就要小得多，从而产生“拥挤效应”。这两个效应
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哪种效应居于主导地位应视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相对于流入地户籍人口的稀缺程
度而定。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流动人口缺乏对流入地劳动供求情况的充分了解。从主观因素来说，收入水平是影响流
动人口流动最直接的动因之一（Ｐｏｎｃｅｔ，２００６；童玉芬、王莹莹，２０１５；连蕾，２０１６），甚至比就业对流动
人口流入的影响还稳健（连蕾，２０１６），因此部分流动人口可能忽视了对就业情况的考察；从客观因素
来说，信息的传播需要成本，流动人口了解流入地就业信息的渠道有限也增加了他们就业的难度。

因此，虽然有大量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入，但是部分流动人口却是处于失业状态或者从事的是低技
能水平的劳动，形成人力资本“虚高”现象，使得流入某地的人力资本看似很高，但是并没有完全发挥
作用。

第二，公共服务资源与服务水平的集中。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资源与服务水平对流动人口同样
具有吸引作用（李拓、李斌，２０１５；杨晓军，２０１７），特别是医疗水平对流动人口的影响最为显著（张耀
军、岑俏，２０１４；杨晓军，２０１７）。对于我国而言，一省的优质公共资源与服务都往往集中在省会等几
个城市中，这也大大限制了流动人口的选择空间，导致了人才的“扎推”。

第三，羊群效应的存在。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１９９２）把羊群行为定义为根据此前他人的决策来决定自身决
策的行为。在大学生就业中，也存在着这种羊群效应（杨贤华，２００６；郝咏梅、李纯成，２０１３）。羊群效
应使这些高学历流动人口并没进入最适合他们才能发挥的地区或者行业，加剧了人才的“扎堆”，降
低了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拥挤效应”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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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工种匹配程度的高低。不少学者认为，民工荒实际上可能是“技工荒”（韩长赋，２００６），以
及“工种荒”（黄江泉、钟莎，２０１８）。举例来说，假设流动人口是酿造白酒的工人，流入白酒工业聚集
地和流入红酒工业聚集地都可以发挥他们人力资本的作用，但是可以预见前者工种匹配程度更高，

因此其人力资本能发挥得更好，即产生互补效应。

第五，由于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不同程度上有照顾本地就业的偏向，更有甚者甚至要求外地劳
动力必须领取务工证、临时居住证之后，才有资格进入该地劳动力市场（卢周来，１９９８；张智勇，

２００８），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流动人口是在户籍人口供给不足的基础上才有机会在流入地获得
就业。因此，如果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具有相似的技能及水平，就会产生“拥挤效应”，反之则产生
“互补效应”。

据此，本文提出命题３和命题４：

命题３：高受教育年限流动人口的流入有利于流入地企业出口，但是，如果流入地户籍人口本身
受教育年限水平较高（仍然低于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那么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会因此
削弱。本文把这种削弱效应称之为“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

命题４：高受教育年限流动人口的流入有利于流入地企业出口，但是，如果流入地户籍人口本身
受教育年限水平较低，那么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会因此增强。本文把这种增强效应称之
为“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互补效应”。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的流动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其中的暂住人口来代替，该数据给出

了历年各个城市居住的暂住人口数，个别直辖市缺失数据由《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补足。其
他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企业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处理，参考的是聂辉华等（２０１２）的做法。由于流动人口数据跨度为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因此二者匹配之后，最终得到４０多万条数
据，其中涉及２５１个城市（包括地级市和直辖市），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各变量的定义、测度
及数据来源如表２所示。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３所示。

表２　变量定义、测度及数据来源

变量名 含义及测度 数据来源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企业出口额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城市吸收的流动人口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
汇编

ＴＦＰ 企业生产率，采用ＡＣＦ方法测算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ｌｎＫ 企业规模，以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衡量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ｌｎＫＬＲ 企业投入结构，以劳动资本比衡量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企业融资约束，参考阳佳余（２０１２）的界定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ＥｄｕＧａｐ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人力资本的差异，用流动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减去户籍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

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ｌｎＧＤＰ 城市市场规模，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ｌｎＲｏａｄ 城市基础设施，以道路面积衡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ｌｎＰｈｏｎｅ 城市通信设施水平，以本地电话年末用户数衡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 城市人口密度，以单位土地人口数衡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Ｏｐｅｎ 城市开放度，以当年实际使用外资与ＧＤＰ比值衡量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注：变量前面的“ｌｎ”表示实证时取对数，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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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２．５４０　 ４．３１３　 ０　 １４．４７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３．２３２　 １．７８１　 ０　 ６．５６９

ＴＦＰ　 ４．９５９　 １．６６９ －２．７０６　 １２．２５

ｌｎＫ　 ８．２６９　 １．５０７　 ３．５２６　 １３．４９

ｌｎＫＬＲ　 ３．６６２　 １．２６５ －４．１１２　 １０．０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６．６５０　 １．２２１　 ２．５５６　 １１

ＥｄｕＧａｐ －０．０１９　 ０．９５２ －３．１１５　 ３．９１０

ｌｎＧＤＰ　 １５．８０　 ０．９１４　 １２．２４　 １７．８１

ｌｎＲｏａｄ　 ６．９１４　 １．１１９　 ４．０７８　 ９．５９８

ｌｎＰｈｏｎｅ　 ４．７７０　 ０．７９７　 １．７５６　 ６．５１０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　 ６．３１４　 ０．６１１　 １．６０９　 ７．９０４

Ｏｐｅｎ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５１４　 ０　 ０．４７６

　　

（二）基准实证结果

１．计量模型设定。基于前面特征事实和理论分析以及现有的文献，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α０＋β１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ｃｔ＋Ｘλ＋θｃ＋θｊｔ＋ｉｔ （１）

其中，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即城市流动人口对数，Ｘ 为控制变量，λ为对应变
量的系数向量，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生产率（ＴＦＰ）、企业规模（ｌｎＫ）、企业要素投入结构（ｌｎＫＬＲ）、企
业融资约束（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城市生产总值（ｌｎＧＤ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ｌｎＲｏａｄ）、城市通信基础设施
（ｌｎＰｈｏｎｅ）、城市人口密度（ｌｎＰｏｐＤｅｎ）、城市开放度（Ｏｐｅｎ），θｃ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θｊｔ表示行业－年份
固定效应。出于两方面的考虑，本文对城市层面控制变量进行了滞后５期处理：一方面，宏观变量对
微观主体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另一方面，安格里斯特、皮施克（２００９）认为在核心变量之前就已经被决
定的变量为较好的控制变量，而在核心变量决定之后才被决定的变量可能会受到核心变量的影响，
从而导致估计得到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反映的不是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之所以选择滞后５期，是因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流动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平均时间约为４．５年（段成
荣等，２０１３）。囿于数据，本文没有对流动人口进行滞后处理，后文稳健性检验中讨论了对不同滞后
期数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

２．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中存在着大量的非出口企业，因
此选取Ｔｏｂｉｔ模型作为基准的估计模型，式（１）的回归结果如表４第（１）列所示，显著为正，说明城市
流动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为了保证基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针对解释变量滞后期不同可能带
来的疑问，第（２）列将所有解释变量均换成当期值，第（３）列将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由于数据长
度所限，因此第（３）列无法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表４　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影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Ｔｏｂｉｔ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当期值 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０．１５９１＊＊＊
（０．０３８６）

０．５４２７＊＊＊
（０．０４６３）

０．５６０８＊＊＊
（０．００５５）

ＴＦＰ
０．２８１８＊＊＊
（０．０２８７）

０．２９０８＊＊＊
（０．０２８７）

０．１６１１＊＊＊
（０．００４４）

ｌｎＫ
４．０９１８＊＊＊
（０．０２６５）

４．０９０１＊＊＊
（０．０２６５）

４．２３５１＊＊＊
（０．０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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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１） （２） （３）

Ｔｏｂｉｔ 所有解释变量均为当期值 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ｌｎＫＬＲ
－３．８３６３＊＊＊
（０．０３３６）

－３．８３３２＊＊＊
（０．０３３６）

－３．９８８１＊＊＊
（０．００６０）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０．５６４０＊＊＊
（０．０２２８）

０．５６２０＊＊＊
（０．０２２８）

０．６００８＊＊＊
（０．００３５）

ｌｎＧＤＰ
５．４９７３＊＊＊
（０．８１６７）

２．５９２１＊＊
（１．０８３２）

－１．１７１５＊＊＊
（０．００１５）

ｌｎＲｏａｄ
０．０９８４
（０．０６６２）

－０．６３５３＊＊＊
（０．０８２９）

０．２６４０＊＊＊
（０．００３３）

ｌｎＰｈｏｎｅ
７．３７０８＊＊＊
（０．４０３４）

２．８２８１＊＊＊
（０．２２１７）

０．２５６２＊＊＊
（０．００４６）

ｌｎＰｏｐＤｅｎ
－２．０１１８
（１．７３７２）

－３０．３０３９＊＊＊
（２．１７０３）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０４０）

Ｏｐｅｎ
５．９３３０＊＊＊
（０．６７３６）

－２．５５０９＊＊＊
（０．１２０１）

４３９．６８０３＊＊＊
（２．９１６２）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观测值数 ４２９１３０　 ４３２５４４　 １８７０４４

伪Ｒ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６

　　注：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面为企业。＊、＊＊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下同。

（三）内生性问题
毋庸置疑，流入地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流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学术界一直以来

都有经济发展吸引人口聚集的观点。本文认为，这二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结合我国经济
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在改革开放之初，东部沿海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相对
优惠的政策措施等率先实现经济腾飞，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入。但
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正是由于大量流动人口持续不断地流入，东部沿海地区才在一定程度上
延续了其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维系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点恰恰说明了在经济发展吸引人口
流入的同时，大量的流动人口流入又反过来促进了流入地经济的快速增长。本文所要验证的，正是
后面的这种促进作用。但无论如何，从实证上看，双向因果关系以及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所引发
的内生性问题是需要认真对待并予以处理的。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一步提高实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城市的年降
雨量。该工具变量的思路来源于 Ｍｕｎｓｈｉ（２００３），国内文献采用类似做法的有叶文平等（２０１８）。工
具变量法两步法估计结果列于表５。表５第（１）列采用的是 Ｔｏｂｉｔ模型，第一步 Ｆ统计量为

６２７６５．８９，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２）列采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增加第（２）列的目的不仅
在于可以进一步控制企业固定效应，而且Ｓｔａｔａ１４中对该模型的估计会汇报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这两个统计量相比于第一阶段Ｆ统计量能更好地判断
弱工具变量问题。这两个统计量分别为６８５７．１６４和４５２９．２７３，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根据表５的结果，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除此之外，从系数大
小来看，表５中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的系数比基准结果来的大，说明内生性问题带来的结果是“负偏”的，
对内生性问题的修正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加强本文的结论。除此之外，因为这一方法识别出的是依
工具变量行动的个体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也就是说是因为降雨情况变动而行动的流动人口对出口
的作用，而不是“经济发展”等其他因素变动而行动的流动人口对出口的作用，所得到的相关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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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定为因果关系（安格里斯特、皮施克，２００９）。因此，基于工具变量法的这一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
了流动人口与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

表５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１．７３４１＊＊＊
（０．５５８２）

０．７７９９＊＊＊
（０．０７９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否 是

观测值数 ４２９１３０　 ３４７７３０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６８５７．１６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５２９．２７３

　　注：第（１）列括号内汇报的是标准误，第（２）列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面为企业。

（四）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表６给出了其他形式的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首先，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统计软件为Ｓｔａ－

ｔａ１４，当固定效应过多时，使用统计软件中进行Ｔｏｂｉｔ回归估计时会报错，无法估计出系数及标准误，
这也是本文在基准实证中没有控制企业固定效应的原因。作为补救措施，表６第（１）采用能够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的ＯＬＳ回归进行估计以减弱遗漏变量带来的影响。除此之外，Ｈｏｎｏｒｅ（１９９２）针对时
序长度为２的面板数据，提出了一种用于含个体固定效应的Ｔｏｂｉｔ模型的估计方法。本文利用这一
方法作为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列于表６第（２）列。从第（１）（２）列的结果来看，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的系
数显著为正，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表６　稳健性检验：基于固定效应与伪回归问题的考察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９３）

０．６５４２＊＊＊
（０．０３２７）

０．１５５７＊＊＊
（０．０２９６）

０．１７１４＊＊＊
（０．０３２６）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２００５
１．４４７５＊＊＊
（０．００３５）

ｌｎＯｕｔｐｕｔ
１．１２０４＊＊＊
（０．０４７７）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否

观测值数 ３４７７３０　 ５４９２５　 ２９３８１７　 ２９３８１７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８６６

伪Ｒ２ ０．２７８　 ０．０９７

　　注：Ｈｏｎｏｒｅ（１９９２）利用差分“消去”个体固定效应，然后基于差分后的样本进行估计，因此第（２）列没有控制城市
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该方法要求企业在前后两期均存活，并且舍弃了前后两期均不出口的企业，差分又使得
观测值数减半，因此第（２）列观测值数比基准模型大量减少。Ｈｏｎｏｒｅ（１９９２）没有提供该方法有关Ｆ统计量或Ｒ２等统
计量的估计方法，故而这部分统计量缺失。第（２）列括号内汇报的是标准误，除了第（１）列外，其他各列括号内汇报的
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面为企业。

其次，除了内生性问题，伪回归也可能颠覆本文的基准实证结论。为削弱这一可能的影响，本文
做了以下处理：首先保留了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这三年间连续存在的企业，接着通过分别加入企业在２００５
年的出口和企业在２００５年的产出作为可能的共同因素来考察其稳健性，结果分列于表６第（３）（４）
列，可以看出，估计系数与表４第（１）列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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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本文还利用不同样本考察了可能存在的“特异点”的影响，一是剔除了直辖市，二是剔除省
会城市，结果分别列于表７第（１）（２）列。除此之外，本文还单独使用２００５年的截面样本，《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没有提供２００５年的流动人口数据，但是这年有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能够计算
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进而得到流动人口的估计值，本文利用这一估计值作为流动人口的
代理变量进行了估计，结果列于表７第（３）列。不难看出，这些结果中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正，与基准保持一致。
最后，本文还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比例（ＦＰＲ）并进行稳健性检

验，结果列于表７第（４）列，不难看出，ＦＰＲ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保持一致。
此外，考虑到本文实证数据时段只有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两年，为了考察其在更长时间段内的效应，本

文利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３年海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缺少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因此本文将海关数
据汇总获得城市层面的出口数据并据此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列于表７第（５）列，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与基准保持一致。以上的稳健性检验均说明了基准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表７　稳健性检验：基于变更样本与变量测度的考察

（１） （２） （３） （４） （５）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０．２２８８＊＊＊
（０．０３９０）

０．２３８９＊＊＊
（０．０４４３）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２２９）

ＦＰＲ
０．６０１４＊＊＊
（０．０４５８）

１．４５５９＊＊＊
（０．２５１４）

其余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否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观测值数 ３８７４４７　 ３２５１３８　 ２００１７５　 ４２９１３０　 １７６４

调整后的Ｒ２ ０．９７４

伪Ｒ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１　 ０．１０１

　　注：第（３）列汇报的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除第（３）列外，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第（１）（２）（４）列聚类层
面为企业，第（５）列聚类层面为城市。

五、机制检验

（一）成本机制与人力资本机制
现有文献中对于机制的检验常使用交互项和中介效应模型两种检验方法。验证时需要根据变

量的性质以及研究的需要对这两种方法进行选择，一定条件下这两种方法是等价的（Ｂａｒｏｎ　＆ Ｋｅｎ－
ｎｙ，１９８６）。本文分别采取这两种方法进行检验。

１．基于交互项形式的机制检验。采用交互项的形式对作用机制检验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α０＋β１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ｃｔ·Ｚ＋Ｘλ＋θｃ＋θｊｔ＋ｉｔ （２）

其中，Ｚ为企业工资与企业所在城市最低工资二者之比（ＷａｇｅＧａｐ）或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的差额（ＥｄｕＧａｐ），Ｘ中除了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之外，还包含了交互项中的单独项。
利用交互项进行机制检验的原理在于，在不同水平的调节变量下，同一机制的作用量不同，因此

可以通过交互项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来判断影响机制是否存在。所以，要采用交互项形式来检验成
本机制，需要找到一个变量，在该变量取值不同时，成本机制的作用量不同。本文采用的变量为企业
工资与企业所在城市最低工资二者之比（ＷａｇｅＧａｐ）。虽然该变量与企业工资相关度很高，但是这
两个变量所衡量的事物是不同的，该变量衡量了企业能够降低成本的空间。对于已经支付最低工资
的企业而言，显然不可能在合法范围内进一步降低工资，因此，无论流动人口怎么流入，理论上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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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通过成本机制影响企业的出口。相反，ＷａｇｅＧａｐ越大的企业显然越能够降低成本，因此成本机
制能够对这类企业发生作用。因此，如果成本机制成立，那么对于存在较大降低工资空间的企业而
言，成本机制的作用量更大，β１为正。样本中存在职工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情形，虽然从法律上讲不
合法，但是在现实又确实存在。在进行成本机制验证时，本文将这部分样本予以剔除。
遵循类似的思路，本文采用ＥｄｕＧａｐ与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的交互项验证人力资本机制。如果人力

资本机制成立，那么人力资本越高的流动人口对于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越强，β１为正。回归结果如
表８所示。其中，第（１）列是基于成本机制的验证结果，第（２）列是基于人力资本机制的验证结果，两
列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由此命题１和命题２得以验证。

表８　成本机制与人力资本机制的实证检验：基于交互项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Ｚ＝ＷａｇｅＧａｐ　 Ｚ＝ＥｄｕＧａｐ　 Ｚ＝ＷａｇｅＧａｐ　 Ｚ＝ＥｄｕＧａｐ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Ｚ
０．０６９２＊＊＊
（０．００７６）

０．５０９１＊＊＊
（０．０６９３）

０．１１６４＊＊＊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６４４＊＊＊
（０．０１５７）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０．４４４５＊＊＊
（０．０８５１）

０．２６１１＊＊＊
（０．０４２８）

０．３４９８＊＊＊
（０．０６６８）

０．４６６６＊＊＊
（０．０４６４）

Ｚ
０．１１１９＊＊＊
（０．０２８２）

－０．１４７２＊＊
（０．０７１１）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观测值数 ３２５２２２　 ４２９１３０　 ９６６１８　 ２００１７５

伪Ｒ２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９２

　　注：第（１）（２）列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面为企业，第（３）（４）列括号内汇报的是异方差稳健标
准误。

除此之外，由于ＥｄｕＧａｐ只有２００５年有准确数据，因此，在人力资本机制的验证中，本文是将其
作为一种“类别指标”来看待。为了打消这种“类别指标”可能带来对机制检验的质疑，保证这部分实
证的稳健，本文只采用２００５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列于表８第（３）（４）列。从这两列结果
来看，交互项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前文结论还是比较稳健的。

２．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机制检验。本文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中介效应模
型的检验思路是针对传导机制的每一环节逐一进行实证检验，也就是说本文需要检验两条机制的每
一环节：“流动人口→成本→出口”和“流动人口→生产率→出口”。采用该模型进行机制检验需要有
能够准确指代成本与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就人力资本机制而言，采用企业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是比
较合适的，难点在于成本机制的验证。对此，企业工资是一个很自然会被想到的中介变量，但是工资
和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导致我们验证工资对企业出口作用时，“工资”这一变量的
系数衡量的很可能是成本与生产率二者对出口的共同影响，用其验证得到的结论并不是单纯的成本
机制。换言之，“工资”这一变量存在指代不明的问题。都阳、曲玥（２００９）认为这种情形下应采用单
位劳动力成本（ＵＬＣ）作为成本的衡量，因此本文采用了单位劳动力成本作为成本机制的中介变量。
除此之外，由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高人力资本流动人口虽然通过促进企业生产率促进了出口，

但是高人力资本工人的工资也高，因此高人力资本同时会通过成本机制来抑制出口。所以，无论本
文采用什么变量代理“成本”，流动人口总是能够通过成本机制和人力资本机制同时影响企业出口。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本文在检验流动人口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时加入了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与ＥｄｕＧａｐ的
交互项。
中介效应模型要求验证前后两个传导路径的计量方程的控制变量相同，具体计量模型设定

如下：

—６９—



Ｍｉｔ ＝η０＋η１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ｃｔ·Ｚ＋η２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ｃｔ＋Ｃｏｎｔｏｌ＋θｃ＋θｊｔ＋θｉ＋εｉｔ （３）

ｌｎＥｘｐｏｒ　ｔｉｔ ＝α０＋β１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ｃｔ＋β２Ｍ＋Ｃｏｎｔｒｏｌ＋θｃ＋θｊｔ＋θｉ＋εｉｔ （４）

其中，Ｍ 表示中介变量（ＵＬＣ或ＴＦＰ），控制变量与基准模型相同。方程（３）用于验证流动人口
是否对中介变量有影响，方程（４）用于验证中介变量是否对企业出口有影响。回归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第（１）（２）列是针对成本机制的检验结果。为了缓解工资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第
（１）列采用了工具变量法估计，所用工具变量如前所述。从第（１）列来看，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与ＥｄｕＧａｐ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越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其对
成本的抑制作用越强。取ＥｄｕＧａｐ为０，此时流动人口对成本的影响可以视为“扣除了”人力资本因
素以后的效应，该效应显著为负，说明流动人口的流入的确降低了成本，与“流动人口→成本”这一传
导的理论预期相吻合；第（２）列中ｌｎＵＬＣ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成本越高越不利于企业出口，与“成
本→出口”这一传导的理论预期相吻合。结合表９第（１）（２）列的结果可知，本文有关“成本机制”的
命题得以验证。

表９第（３）（４）列是针对人力资本机制的检验结果。从第（３）列来看，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与ＥｄｕＧａｐ
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企业生产率也越高，符合“人力资本→
生产率”这一传导过程的理论预期；第（４）列中ＴＦＰ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利于
企业出口，符合“生产率→出口”这一传导过程的理论预期。结合表９第（３）（４）列的结果可知，本文
有关“人力资本机制”的命题得以验证。

表９　成本机制与人力资本机制的实证检验：基于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

Ｄｅｐ．Ｖａｒ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ＵＬＣ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ＴＦＰ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ＥｄｕＧａｐ
－１．９６２７＊＊＊
（０．３０８７）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０３７）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０．６９０９＊＊＊
（０．０９８６）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９３）

ｌｎＵＬＣ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７４）

ＴＦＰ
０．１０８４＊＊＊
（０．００８３）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３４７７３０　 ３４７７３０　 ３４７７３０　 ３４７７３０

Ｒ２ ０．９３３　 ０．９５５　 ０．９３３

　　注：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面为企业。第（１）列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为２５．９３１，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１）列Ｒ２为负，没有汇报在表中，Ｆ统计量为２５３．８５。

（二）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互补效应
由于中介效应模型本身就比交互项模型复杂，再加入一个调节效应不仅使得模型直观性大大下

降、难以解释，而且在现有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可供借鉴的做法。因此，本文采用交互项的形式验证拥
挤效应和互补效应。流动人口流入是产生拥挤效应还是互补效应关键在于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
与流入地户籍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在机制检验部分本文已经证明了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
影响会随着ＥｄｕＧａｐ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其增量会因ＥｄｕＧａｐ的不同而不同，从而出现拥挤效应和
互补效应。因此，要验证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入三重交互项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ＥｄｕＧａｐ·ＥｄｕＧａｐ来实现，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７９—

张明志 陈榕景：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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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Ｅｘｐｏｒｔｉｔ ＝α０＋β１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ｃｔ·ＥｄｕＧａｐｃ·ＥｄｕＧａｐｃ＋Ｘλ＋θｃ＋θｊｔ＋ｉｔ （５）

其中，Ｘ除了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外，还包含三重交互项的两两交互项、单独项以及二重交互
项的单独项。回归结果如表１０所示。
在表１０中，第（１）列结果的三重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人力资本水平流动人口对

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随着其与户籍人口人力资本水平差距的增大而增强，表现为互补效应；反之，随
着差距的减小而减弱，表现为拥挤效应。本文利用２００５年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统计了全国中专及
以上学历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为８．５２３％，全国中专及以上学历户籍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
例为７．８１７％，这一数据说明流动人口中存在相当大数量的高学历人口，这一比例甚至高于户籍人
口，说明产生这两种效应的现实条件是存在的。由于高学历人口可能对生活质量等其他方面存在需
求，从而导致高学历人口向几个大城市聚集，因此第（２）列排除了流动人口高学历占比高于１０％的城
市（其他比例的实证结论与此一致，表中未列出，备索）。除此之外，考虑到拥挤效应与互补效应针对
的是高学历人口，用高学历人口占比或许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也直接用流动人口中这一占比与户
籍人口中这一占比的差值替换原来的ＥｄｕＧａｐ进行了实证，结果列于表１０第（３）列。这些结果均与
第（１）列结果保持一致，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从而验证了命题３和命题４。
最后，本文的实证结果只是验证了这两种效应的存在，至于哪种效应居于主导地位没能得到进

一步的检验，这需要视不同地区具体的情况而定。一方面，当下大学内“万金油”式的就业教育以及
专业技能教育培训的相对缺乏导致高学历之间替代性较强；另一方面，高学历人口流向的相对集中
使得这种替代性在集中地进一步加剧。所以，虽然现实中高学历人口占比较低，但依然会在不同地
区产生不同的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这一结论也反映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特别
是技能人才的相对匮乏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

表１０　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与互补效应：基于交互项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ｌｎＥｘｐｏｒｔ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ＥｄｕＧａｐ·ＥｄｕＧａｐ
０．４１４２＊＊＊
（０．０８４６）

０．２８０７＊＊
（０．１１７０）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１５）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ＥｄｕＧａｐ
０．０１５３
（０．１００６）

－０．２８３４＊＊＊
（０．１０５０）

０．０５８０＊＊＊
（０．０１０６）

ｌｎ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Ｐｏｐ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６８８）

－０．３１０８＊＊＊
（０．０７０９）

－０．２７７８＊＊＊
（０．０９５０）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数 ４２９１３０　 ３３１３４６　 ４２９１３０

伪Ｒ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６　 ０．１０１

　　注：括号内汇报的是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面为企业。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了城市流动人口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提出并验证了城市流
动人口作用于企业出口的两个影响机制，即成本机制和人力资本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流
动人口的流入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入降低了当地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
出口；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流动人口通过提高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促进了企业出口；在城市
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机制中，存在着“拥挤效应”和“互补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其政策含义如下：其一，本文验证了城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成本机制

和人力资本机制的存在，而户籍制度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流动人口的流动。因此，推进户籍
—８９—



制度改革，不仅是“公平”的要求，而且在“效率”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二，对流动人口歧视，特别是
一些地区在就业安排上对本地人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动人口。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采取
积极措施消除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将更有利于流动人口作用的发挥。其三，本文实证研究所验证的城
市流动人口影响企业出口的“人力资本作用机制之拥挤效应”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近些年
来“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
技能人才的相对匮乏与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对落后。其四，对于政府而言，既要积极发挥高端流动人
口的带动作用，避免其“拥挤效应”的出现，也要充分挖掘低端流动人口的协同作用，激发其“互补效
应”的涌现，从而尽可能地放大流动人口对包括企业出口在内的当地经济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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